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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祚改制考论 
 

彭向前 

 

西夏开国皇帝元昊极力主张以蕃俗为本建立独立政权,“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

王霸耳，何锦绮为？”①基于此,他对党项族已经接受的汉文化大加排斥，变服饰，改礼乐，创文字，处处

刻意以本民族特点高自标榜。元昊定制之初诸如此类的举措，虽然一时有利于西夏政权的建立，却不利于

西夏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西夏立国后，要维持并发展其封建统治，在保持

本民族特色的同时，必然要充分利用中原王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并大力汲取汉族的儒家思想。  

谅祚以未满周岁的稚子继位，在 14 岁那年抓住时机杀掉专权多年的国相没藏讹庞，结束西夏王朝第

一次外戚执政。亲政后的谅祚不安陋习，锐意革新，在短短六七年间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北宋边臣在奏

章中称，“谅祚举措，近岁多不循旧规，恐更僭拟朝廷名号，渐不可长”。
②
谅祚改制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

泛，包括礼乐制度、衣冠器物、官制军制以及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

仰华风,皆元昊数十年草创经营所未能及者”，
③
对西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谅祚改制，以往学界多

从探讨西夏社会分期与西夏社会性质的角度，把它纳入西夏蕃礼与汉礼之争中，笼统地进行考察。笔者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钩稽相关资料，以专文的形式对谅祚改制进行全面总结，并指出谅祚改制具有仿唐倾

向。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废行蕃礼，改用汉仪，接纳先进的汉文化 

 

（一）穿汉服，习汉仪。元昊定制时，对官服制度、礼仪制度方面的规定处处透露出鲜明的民族特点。

“文资则幞头、靴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贴起云镂冠、银贴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襕，金涂银

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

襕，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
 ④
 “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

⑤
当夏使穿着本国的服

                                                        
①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 196 嘉祐七年六月癸末。 
③ 《西夏书事》卷 21。 
④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⑤ 《长编》卷 123 宝元二年春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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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戴金冠，衣绯，佩蹀躞”，①
到汴梁交纳北宋所赐的旌节告敕时，宋廷愕然之余，命易之，使者不从，

声称：“奉本国命来见大国，头可断，冠服不易。”
②
然而谅祚亲政后，却主动向宋廷请求穿汉服、习汉仪。

夏奲都五年，即嘉祐六年（1061 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
③
西夏奏表部分内容，

往往以“省表具悉”的形式被套引在宋廷诏令的开头，得以保存至今。宋仁宗诏令中装叙谅祚请求改用汉

仪的奏表如下： 

昨因宥州申覆，称迎接朝廷使命，馆宇隘陋，轩槛阽危，傥不重修，诚为慢易。于是鸠集材用，革故

鼎新，来年七月臣生日，用蕃礼馆接使命，十月中冬，用汉仪迎接。
④

 

为了改汉衣冠及汉仪，谅祚又表求购置衣服，并乞工匠。这两道奏表同样被保存在《宋大诏令集》西

夏目诏令中。 

买幞头帽子并红鞓腰带及红鞓衬等物件，乞从今后，凡是买卖，特降指挥，无令艰阻以闻。
⑤

 

盖以蕃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以闻。
⑥

 

元昊定服制时规定，只有文官才戴幞头。至于腰带，官服系“金涂银束带”，便服“束带”而已。头

戴幞头，腰系红鞓是唐、宋时期中原王朝的典型服饰。大概仅靠从宋朝购买衣服不能满足需要，谅祚又请

求派遣制造衣冠的工匠。此二诏均无系年，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当在嘉祐七年（1062 年）。该年

“谅祚请尚公主，及乞国子监所印书释氏经一藏，并译经僧及幞头工人伶官等。诏给国子监书及释氏经并

幞头。尚主辞以昔尝赐姓，其余皆托辞以拒之。”《记闻》并记载西夏除乞买物、乞工匠外，还向宋朝乞伶

官等。“乞伶官”显然与改习汉仪有关。 

谅祚对官员服饰还有一处重要改动，即佩鱼，这是以往学界所未曾注意到的。元昊时“佩解结锥、短

刀、弓矢韣”，并无佩鱼之制。夏拱化二年，即宋治平元年（1064 年），谅祚所遣贺英宗继位的使人欲佩鱼

朝见。 

夏国贺登极进奉人吴宗等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以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厩置一夕，绝

供馈。宗出不逊语，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听入。
⑦
 

宋沿唐制，对官员有鱼袋之赐，“内外升朝文官皆带。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庭赐紫者,给

以金涂鱼袋;赐绯,亦有特给者) 。京朝幕职州县官赐绯紫者,亦带。”
⑧
 西夏使者吴宗乃属国陪臣，贸然欲

佩鱼朝见，所以遭到禁止。北宋还为此下诏告戒谅祚，今后宜精择使人，“近年以来，将命之使，或不体

朝廷之意，或罔循规矩之常，多于临时，率而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体以难从。且下修奉上之仪，本

期效顺；而君有锡臣之宠，所以隆恩。岂宜一介于其间，辄以多端而生事？在国家之抚御，固廓尔以无疑，

想忠效之倾输，亦岂欲其如此！故特申于旨谕，谅深认于眷怀。今后所遣使人，更宜精择，不令妄举，以

紊彝常。”
⑨
北宋把责任推到使者的头上，不过是一种外交上委婉的措辞。试想，若非谅祚对本国官员提倡

                                                        
① 《涑水记闻》卷 11。 
② 《宋朝事实类苑》卷 75 引《倦游录》。 
③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④ 《宋大诏令集》卷 234《赐夏国主乞用汉仪诏》。 
⑤ 《宋大诏令集》卷 234《赐夏国主乞买物诏》。 
⑥ 《宋大诏令集》卷 234《赐夏国主乞工匠诏》。 
⑦ 《长编》卷 202 治平元年九月。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13《王礼八》。 
⑨ 《欧阳文忠集》卷 19《赐夏国主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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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鱼，一介之使，岂敢率意妄作。 

（二）改用汉姓，弃赵用李。党项羌拓拔部，本以拓拔为姓。李、赵二姓乃是唐、宋两朝根据政治斗

争的需要赐给的皇族姓氏。早在唐朝初年，党项羌族的大首领拓拔赤辞，在协助吐谷浑反唐失败后，与他

的侄子拓拔思头并率众内属，唐太宗赐姓李氏。唐末黄巢起义爆发后，唐统治者发动各地地主武装进攻农

民军，赤辞的后人拓拔思恭参与其中，并以平反有功，唐僖宗再次赐以皇姓，并任他为定难军节度使。从

此，夏州拓拔氏称李氏，历五代到宋初。 

北宋初年惩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厉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碍于夏州政权具有地方的和少数民族

的两重性质，不好直接下手，暂时维持原来的“羁靡”方式。及李继捧出任定难军留后，因以季弟袭职造

成族内的争权夺势，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被迫率族入朝献其所管四州八县。宋太宗急忙派遣文武官吏

前去接管，企图乘机一举消灭割据 300多年之久的夏州拓跋政权。危机关头继捧的族弟继迁，挺身而出，

率部逃往地斤泽，以“李氏子孙”的身份，打出了抗宋自立的旗帜。在屡次围剿不利的情况下，宋太宗转

而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授李继捧定难军节度使，使回夏州对付李继迁，并赐姓名赵保忠，“以五色

花笺一幅，御书姓名以赐之”。
①
宋淳化二年（991 年），李继迁奉表请降，宋授其银州观察使，赐以国姓，

名曰赵保吉
②
。从此夏州拓拔氏李氏历继迁、德明之世，又对宋改称赵氏。 

元昊袭封后，改姓“嵬名”氏。关于元昊改姓，史金波先生在《西夏名号杂考》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

析。出于图谋霸业，不愿臣属他国的目的，元昊取消了唐皇、宋帝赐给的李姓和赵姓。同时为了突出自己

近族在众多拓拔支派中的地位，元昊在废弃赐姓后并没有恢复拓拔旧姓，而自号“嵬名”氏。元昊一系虽

是远祖思恭之后,但并非夏州政权的世袭继承人，而拓拔各宗之间矛盾尖锐，甚至上演过兄弟阋墙的惨剧。

基于此，在高居众多拓拔支系之后，为了更有力的号召党项，牢固地控制西夏政权，元昊不得不考虑对自

己的近族另立名号。“嵬名”二字合在一起，正是“近亲的党项”的意思。只有元昊的族属可以改姓“嵬

名”，远支旁系不得用此姓氏。
③
  

元昊被迫取消帝号，向宋称臣后，西夏对宋仍称赐姓赵。但谅祚亲政后，突然对宋复改姓李。夏拱化

元年，即宋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死，英宗继位，“夏国主谅祚遣使来吊慰，见于皇仪殿门外，其使

者固求入对，弗许。谅祚所上表辄改姓李，赐诏诘之，令守旧约。”
④
北宋在诘诏中写道： 

维乃祖之称藩，有先朝之赐姓，抚绥隆于君义，亲爱笃于人伦。自再纳于誓言，亦俱循于规式。忽形

需奏，靡固宗盟，言念举错之违，得非左右之惑！
⑤
 

谅祚对此置之不理，并数出兵寇秦凤、泾原路。由上述可见，党项羌拓拔部每一次姓氏上的改变，都

与重大政治活动有关，谅祚改用汉姓，固然与仰慕汉文化有关，但弃赵用李，不能不寓有深意焉。 

（三）向宋求赐经史书籍。一个时代的变革，必然会触及人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转过来

又会促进时代变革向纵深发展。为了从理论上为改制寻求支持，谅祚向宋朝求赐大批经、史书籍。夏奲都

六年，即宋嘉祐七年（1062年），“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

                                                        
① 《宋太宗实录》卷 44 端拱元年五月辛未。 
② 《长编》卷 32 淳化二年七月丙午。 
③  史金波：《西夏名号杂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 4 期。收入《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

第 200-212 页。 
④ 《长编》卷 199 嘉祐八年七月丙辰。 
⑤ 《宋大诏令集》卷 234《赐夏国主今后表章如旧制称赐姓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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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①
次年，宋“以国子监所印《九经》及《正义》、

《孟子》、医书赐夏国，从所乞也”。
②
《九经》包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仪礼》《春

秋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孟子》一书在唐代以前，一直被视为一般的诸子著作，北宋建立后，

因该书多谈及性、命、心、气等问题，而宋学的最大特征即吸收释道两家的心性义理之学于儒家学说之中，

遂成为宋学创立者们的首选，日渐重要，最终也升格为经。宋王朝答应西夏对儒经的请求，有着向“四夷”

传播圣道，实行教化的意义，是故显得特别慷慨，在诏赐《九经》的同时，连《孟子》也一并赐予。元昊

建国时，仅“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③
如此大规模地从中原王朝求得儒家经典，这在西

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至于史籍，宋朝以其有东晋元魏间事，严禁流入西夏。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这些儒

家经典至少会在统治阶级上层得到迅速传播，必然为西夏社会意识形态带来巨变，此举与上述改汉姓、穿

汉服、习汉仪等措施一道，内外配合，有力地推动了西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二  更州军，以加强对地方统治 

 

元昊初定兵制，在地方驻军推行监军司制度。各监军司立有军名，规定驻地，“委豪右分统其众”。
④
关

于元昊旧定军额，学界多误引《宋史·夏国传》末尾的相关记载：“有左右厢十二监军司：曰左厢神勇、

曰石州祥祐、曰宥州嘉宁、曰韦州静塞、曰西寿保泰、曰卓啰和南、曰右厢朝顺、曰甘州甘肃、曰瓜州西

平、曰黑水镇燕、曰白马强镇、曰黑山威福。”文中出现“石州祥祐”的字样，而西夏早期并无石州之设；

“左厢神勇”则是谅祚所改军名（详见下文）。可见这段文字所反映的只能是西夏后期监军司的情况，是

在元昊旧定军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已非原貌。为了加强西夏境内的军事力量，谅祚对元昊创立的监军

司制度也作出重要改动，一是对原有监军司更换军名和驻军地点，一是在西平府增设翔庆军司，以总领兵

事。 

提及谅祚更换监军司军名和驻军地点，学界多舍《长编》而取《宋史》，“明年，又改西寿监军司为保

泰军，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实际上，《宋史》此处记载有

误。西夏早期所建州，据《宋史·夏国传》共有 19 个，“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

胜、甘、凉、瓜、沙、肃，而洪、定、威、龙皆即堡镇号州，仍居兴州”。《长编》所载则为 20个，于威、

龙二州之间多一怀州，“赵元昊悉有夏、银、绥、静、宥、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而洪、

定、威、怀、龙皆即旧堡镇伪号州，仍居兴州。”
⑤
两处记载均表明西夏早期并无石州之设。《宋史·夏国

传》此处居然出现石州，记载必然有误。《长编》中的相关记载就没有提及石州，“夏国改西市监军司为保

泰军，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 
⑥
  

以《长编》来校勘《宋史·夏国传》，其一，谅祚改“石州监军司为静塞军，韦州监军司为祥祐军”

当是“韦州（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祐军”之误。错误的衍生过程是这样的：祥祐军的

                                                        
①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② 《长编》卷 198 嘉祐八年夏四月丙戌。 
③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④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⑤ 《长编》卷 120 景祐四年。 
⑥ 《长编》卷 196 嘉祐七年六月癸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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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地先在绥州，绥州失守后，才迁往石州。夏乾道二年，即宋熙宁二年（1069 年），西夏重镇绥州为宋将

种谔所取。北宋将其废为绥德城，隶属延州。宋元符二年（1099 年），改绥德军。直到金灭南宋后割地赐

夏国，绥州才再次归属西夏，《天盛律令》列为末等司。至于石州，原名石堡城，西夏初期并未升州。绥

州失守后，多方争夺，无济于事，西夏便将祥祐军司从绥州移至石堡城，并升石堡城为石州。
①
《宋史·夏

国传》末尾关于西夏后期监军司的记载，就只有“石州祥祐”而无“绥州祥祐”。因为这层关系，修史者

在提及祥祐军司驻所时，很容易把绥州与石州混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又把两个军名静塞军与祥祐军弄颠

倒。至于“韦州”与“威州”之别，本为一地，乃同音歧写。其二、谅祚改“西寿监军司为保泰军” 当

是“西市（使）监军司为保泰军”之误。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认为“西寿保泰”为元昊旧定军额，未

有改动。“夏拱化四年（1066 年）春二月，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以驸马禹藏花麻守之”。
②
考虑到“西使”

与“西市”乃同音歧写，以及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土地降夏的史实，吴氏此说应该是可

信的。大概后来禹藏花麻以西使城降宋，西夏又恢复了“西寿保泰”军名，《宋史·夏国传》末尾关于西

夏后期监军司的记载，再无“西市（使）保泰”,而只有“西寿保泰”。综上所述，关于谅祚更换监军司军

名和驻军地点的记载，正确的表述是：“改西市（使）监军司为保泰军，韦（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

州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勇军。” 

元昊所设监军司数目，一说十二，
③
一说十六，

④
一说十八，

⑤
诸监军司各有首领，以黄河为界，分左

右两厢。谅祚则在西平府增设翔庆军司，以总领兵事，此事仅见于《西夏书事》。吴广成称“兹遵刘温润

《西夏须知》，以翔庆军补入”。
⑥
刘温润，北宋人，曾亲自参加宋朝的御夏战争，并屡立战功。他在对夏

战争中注重收集西夏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方面的资料，按分条记事的体例汇辑成专书《西夏须知》，内容

虽然只有十五条目，但对北宋与西夏进行朝聘活动或交战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为了让汉人了解西夏文，

他还撰写了《羌尔雅》一书，一部依中国古代最早的语言字书《尔雅》的编写体例而编写的与党项羌族有

关的语言字书。
⑦
刘温润本人既懂得西夏文，又亲历宋夏战争，他的记载无疑是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可惜二书均已散佚。在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有关“翔庆军”的佐证。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西

夏地形图》，系影钞自明万历三十七年《重校范文正公集》。此图年代的下限为大观二年（1108 年），为北

宋防御西夏武职官吏所绘。
⑧
图上十六个军，较《宋史·夏国传》末尾所载西夏后期十二监军司，多出四

个军，其一即为“灵州翔庆军”，也就是西平府翔庆军，西夏在灵州设西平府。谅祚设翔庆军一事，幸赖

吴广成补入《西夏书事》，得以保存至今。谅祚一方面对原有监军司作出部分调整，使地方军政分开，文

武官员互相牵制；一方面设翔庆军总领兵事，以利于军权的集中，从而使皇帝对西夏军政权力的控制得到

加强，对巩固西夏边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  备官制，以完善中央行政体制和官员管理制度 

                                                        
①  汤开建：《西夏监军司驻所辨析》，《西北史地》1982 年第 3 期。 
② 《西夏书事》卷 21。 
③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④  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第一 O 一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⑤ 《长编》卷 120 景祐四年。 
⑥ 《西夏书事》卷 20。 
⑦  胡玉冰：《汉文西夏文献丛考》，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 页。 
⑧ 《最早的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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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昊立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

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

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①
元昊初仿宋制，设中书省和枢密院，分掌文武

两班。最高长官是中书令和枢密使。设御史台，由御史大夫司监察。中书、枢密以下有三司、翊卫司、官

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在其称帝的第二年，又设立尚书省，

“设十六司于兴州，以总庶务。”
②
其宠臣张元曾在延州城外寺中题曰：“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从大

驾至此。”
③
可见西夏的尚书省是元昊始设的，并把尚书省二十四改为十六司。元昊时期的官制，仅此而已。

直到谅祚改制后，西夏的官制才得以完备。 

（一）增官职，以完善中央行政体制。关于在官制上的变革，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作了总结，西

夏奲都六年(1062)五月,毅宗谅祚“备官制。汉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蕃增昂聂、

昂星、谟个、阿泥、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弩诸号”。
④
实际上这是一段带有一定程度

个人见解的总结，是不能作为第一手资料引用的。其中能够找到确切出处的，主要有以下三处：1、完善

尚书省机构。谅祚在元昊尚书省的基础上，设置了左右司郎中等官职。据《涑水记闻》卷九记载：“嘉祐

七年，谅祚始请称汉官，以伶人薛老峰为副使，称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唐制，尚书省设有左、右

司郎中各一人，为尚书左、右丞之副。尚书左丞管吏、户、礼三部十二工司，尚书右丞管兵、刑、工三部

十二司。至于是否如《西夏书事》所言，谅祚在尚书省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不得而知。2、增设宣徽

院。史载“（谅祚）遣人献方物，称‘宣徽南院使’，诏喻非陪臣所宜称，戒其僭拟，使遵誓诏。”
⑤
唐代始

设宣徽院，掌宫廷之事，长官为宣徽南、北院使。北宋沿置。大概谅祚改习汉仪，宫廷之事日渐其繁，于

是有宣徽院之设。3、设学士之职。史载景珣叛宋投夏，谅祚委以学士。秉常即位之初，遣使入贡，表乞

绥州城，即“伪学士景珣之辞也。”
⑥
皇帝诏令制词的撰拟，原归中书舍人，唐设学士院，供职者称翰林学

士，与分掌之。北宋前期，中书舍人院及知制诰称“外制”；翰林学士院及翰林学士，不经中书，直接对

皇帝负责，称“内制”。谅祚虽设学士之职，但却没有按逻辑为之成立专门的机构学士院。直到天盛三十

一年（1161 年），仁孝才“立翰林学士院，以焦景颜、王佥等为学士，俾修《实录》。”
⑦
据《天盛改旧新定

律令》卷一○《司序行文门》记载，西夏在上、次、中、下、末五等司以外，有蕃汉大学院，与次等司平

级。聂鸿音先生认为，该机构与唐宋翰林学士院相当。西夏人仿唐宋官制，又考虑到本国的特点，把“翰

林学士院”析而为二，分别简称为“番学院”和“汉学院”。《西夏书事》中的“蕃汉二字院”应是屡见于

西夏文文献的“番汉二学院”之误。
⑧
西夏学士亦分番学士和汉学士，地位较高，“写敕，合为文字者，当

于中等司平级。”
⑨
西夏的学士之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总之，《西夏书事》是依据汉文西夏资料撰述的，

                                                        
①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②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③ 《闻见近录》卷 13。 
④ 《西夏书事》卷 11。 
⑤ 《宋史》卷 485《夏国传上》。 
⑥ 《长编》卷 226 熙宁四年九月庚子。 
⑦ 《宋史》卷 486《夏国传下》。 
⑧  聂鸿音：《“蕃汉二字院”辨证》,《宁夏社会科学》1998 年第 6 期。 
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0《司序行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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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可以找到确切出处的除外，其余则只能用作参考，有的甚至是错误的，如西夏存在蕃汉两套官制

的说法，已基本为学界所否定，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所谓蕃官与汉官，不过是一套官制两种名称而已。 

（二）建立系统的官阶品位之制。史金波先生根据西夏文文献指出，西夏的官阶品位之制至迟在谅祚

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藏于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的西夏文刻本《妙法莲华经》，前有序言，首记作序者称号

人名，可译作“枢密西摄典礼司正赐艺广武孝恭敬东南姓官上国柱旺普信作”。除“典礼司正”职事官名

称外，其余名号皆能在西夏文《官阶封号表》中找到。官阶封号表二“枢密位”中有“西摄”，系西夏枢

密六大臣之一，在西夏官阶中属上等。“赐艺广”在官阶封号表一下品左列，为第十一个封号。“武孝恭敬

东南姓官上国柱”，与表一左列下品字数相同，名号相近，只是左列第一字是“文”，可见应是同品右列双

行小字封号。此经序言只有前半部分，无年款，不知具体作于何时，但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其后风角

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特出，德行殊妙，治理民庶，无可比喻。先朝

所译众多经典,法译中未含此《妙法莲华经》。今圣母子,已继王位,敬信三宝,正国行德……发出大愿,以贤

手译,年面未转,一部已毕,国中传行,各处受持”。以其中“今圣母子,已继王位”来分析，此经初译本问世，

不出谅祚、秉常、乾顺三朝，此三朝皆皇帝幼年即位，母后垂帘听政。又序言歌颂先代皇帝时，只列风角

城皇帝（元昊）一人。由此可知，此经作于元昊以后的谅祚时期。也就是说西夏的官阶品位之制至迟在谅

祚时期就已经建立。
①
考虑到元昊草创之际，为了使新兴的大夏国得到宋、辽的承认，戎马倥偬，疲于征

战，加以英年早逝，在上层建筑方面，不过粗具立国规模而已，中央行政体制直到谅祚亲政后才得到完善。

至于对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官员的管理而设立的复杂的品、阶、勋、爵之制，恐一时难以有多少顾及。

因此，系统的官阶品位之制始建于谅祚时期的可能性很大，理应把它看作谅祚改制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总之，尚书省左右司郎中、宣徽院、学士等机构和官职的设立，使中央行政机构职能更加明确、分工趋于

合理；系统的官阶品位之制的确立，使对官员的考核和升降有据可依，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西夏王朝的行政

效率。 

 

四  结语 

 

西夏王朝长期存在着遵行“蕃礼”或奉行“汉仪”的斗争，从谅祚开始，历秉常至乾顺，从未间断。

大致以蔡美彪先生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这种现象是奴隶制与封建制斗争的反映，“夏国建立后,蕃礼与汉礼

的矛盾,则是反映着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斗争”,“这个矛盾和斗争,反映到统治集团的内部,又和皇族与后族

争夺权力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到一起”。
②
以吴天墀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加强皇权与保

护贵族既得利益之争，即“在西夏社会统一体内代表传统保守势力的封建领主阶级和代表统一集中趋向的

封建王权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剧烈斗争”。
③
 撇开西夏蕃礼与汉礼之争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上的分歧不论，学

界一致认同，包括谅祚改制在内的西夏改“蕃礼”用“汉仪”之举，推动了西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本文所要特别指出的则是，谅祚改制作为西夏王朝历史上第一次改“蕃礼”用“汉仪”，自有其独特

                                                        
① 史金波：《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收入《史金

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397-413 页。 
②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5 页。 
③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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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即具有明显的仿唐倾向。其一，谅祚改用汉姓，如果说仅仅是为了表明行汉礼的决心，他为何要

弃赵用李？显然是在有意避免赵宋王朝的赐姓，以加强对宋的政治独立性。实际上，终西夏之世，除元昊

以外的统治者是乐于对外以唐王朝的赐姓李氏自称的，辽、金、元三史都记载西夏统治者姓李，此举无非

是借唐王朝的赐姓，向其他政权显示西夏的对等性。可以这样说，谅祚改姓李，乃是其仿唐改制动向的一

个显著标志。其二，官员佩鱼，始于李唐，“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

以玄武为龟也。”
①
当李家之天下，大臣皆佩鱼；当武家之天下，大臣皆佩龟，可见唐时佩鱼佩龟关乎政治

立场，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吴宗使宋要求佩鱼朝见，非一般意义上的“僭拟”之举，当与谅祚改用唐王朝

的赐姓李氏之政治意图相呼应。其三，在向宋朝求赐大批经、史书籍时，有求唐史之请，显然意在为仿唐

改制服务。其四，设左右司郎中等官职，进一步完善尚书省机构，是谅祚仿唐改制的又一佐证。唐制，尚

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而北宋前期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主要职掌悉归中书门下，以至使尚书省这个“天

子之大有司”，废为闲所。谅祚虽然不是西夏尚书省的创立者，但完善尚书省机构应该是在仿唐改制方针

指导下的结果。综上所述，谅祚改制中的仿唐倾向十分明显，而西夏统治者的这一做法是有着深刻的历史

背景的。谅祚在除掉外戚、国相没藏讹庞而亲政后，如何施政，一度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对内要发

展其封建统治，实现由“蕃礼”到“汉仪”的重大转变，必然要更多的采取中原王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

想体系；一方面立国不久的西夏王朝依然要加强对宋的政治独立性，为了维护民族自尊，又不屑于一味地

去模仿北宋王朝。基于此，谅祚改制呈现出较多的仿唐色彩，此与元昊立国之际刻意崇尚旧俗，以民族特

点相标榜的心理动机并无二致。然而在历史现实中，北宋先进文明对西夏的渗透，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谅祚改制，是西夏反复改“蕃礼”用“汉仪”的初步尝试，也是唯一的一次仿唐色彩浓厚的改制。

总的看来，在整个西夏社会历史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来自北宋王朝的那一套。 

 

(作者通信地址：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银川 750021) 

 

                                                        
① 王应麟：《困学记闻》卷 14《考史》。 


